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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因其起病急骤、发作反复、残疾高发等

特点严重威胁全球人类健康［1］。随着医学技术的发

展，脑卒中致死率虽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居高

不下的复发率与残疾风险，致使患者处于社会、心

理、疾病三重压力之中，长此以往易并发焦虑、抑郁、

沮丧等情绪障碍［2］，对患者的疾病治疗与生存质量

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如何有效预测、评估患者心

理状况并给予科学的心理干预尤为必要。生命意义

感［3］、创伤后成长［4］作为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

资源或许能够帮助脑卒中患者增强自我内部调试，

顺利度过逆境，改善身心健康状态。现从积极心理

学角度出发，探讨生命意义感与创伤后成长在脑卒

中群体中的研究现况以及国内研究局限与展望，以

期为更好地推动积极心理学在脑卒中群体中的实证

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一、脑卒中生命意义感的研究进展

1. 生 命 意 义 的 概 念：“生 命 意 义”（meaning in 

life）最初源于哲学，随后，Frankl［5］于1962年提出“自

我超越的生命意义”的概念，认为生命意义会随着

时间及空间的改变而改变，是人存在的起初最重要

的动力，并构建了意义治疗理论学说。Crumbaugh

等［6］于 1972 年认为个体可通过寻找其存在的价值

并最终完成目标的过程，该过程使个体感受到“有

价值的人”的积极情感体验，并研制了第一个生

命意义量表——生活目标测验（The Purpose-in-Life 

test， PIL）更是加快了生命意义踏入实证心理研究

的正轨。Steger 等［7］首次提出生命意义感的概念，

认为是个体认识生命的目的与价值并感悟生命内

涵的重要过程，并提出 2 个概念维度：（1）存在意义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强调拥有意义的结果，

反映人对自己生命是有意义、有目的的认识；（2）追

寻意义（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强调寻求意义的

过程，指人为实现意义目标而持续努力积极追寻意

义的过程。Neal［8］提出将生活意义量化为 4 个生活

的意义主题，即价值、目的、目标、反思。正是由于

学者们研究角度与理解的不同为生命意义丰富了其

概念与内涵，但时至今日仍未对生命意义的相关定

义达成一致意见，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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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命意义感的现状分析：已有研究表明患者

在面对重大人生事件时内在渴望得到心理支持以克

服内心痛苦，主动寻求生命的目的与价值，以解决

目前的困境［9］。生命意义感作为个体心理健康的保

护性因素，多数研究涉及学生［10］、癌症患者［11］、老

年人［12］、护士［13］等群体，但就脑卒中等慢性病患者

这一庞大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患者的生命意义感

水平通常受到社会人口学因素、疾病相关因素、社

会心理因素的影响，例如，Krok 和 Telka［14］认为在

疾病相关的压力条件下，患者对疾病本身赋予的意

义不仅可以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还

对患者心理调适过程产生显著影响。邵景进［15］使

用生命态度剖面图考察了 214 例老年脑卒中患者的

生命意义现状，经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后的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结果得到生命意义的总体平均分为

3.92 分，各维度得分均＞ 3 分（最高分值 5 分），老年

脑卒中患者处于中等水平。该研究还发现其年龄、

就业情况、文化程度等社会人口学变量均存在显著

差异；在疾病因素方面，则受到功能障碍程度以及

存在慢性病个数的影响，但与病程因素没有明显的

关联；此外，在社会心理因素方面同样也证实了生

命意义与幸福感为正向相关关系。吴志敏［16］则使

用生命意义感量表调查了 260 例住院期间的脑卒中

患者发现，该群体的生命意义感同样处于中等水平，

其生命意义感得分为（40.12±8.55）分，寻求生命意

义维度低于存在生命意义维度，与邵景进的研究结果

相同的是脑卒中患者生命意义程度同样受到年龄、教

育水平、合并慢性病数量的影响，还发现与病程、性

格、婚姻因素有关。现有研究表明，宗教信仰［17］、

社会支持［18］、死亡焦虑［19］等因素均可影响个体的

生命意义程度。虽然，影响因素众多但可以了解到

生命意义的多维性质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生命质量，

并帮助患者以积极情绪面对疾病与生活。

生命意义是增强个体健康应对的心理来源，

Barnett 等［20］认为应将生命意义纳入临床心理干预

的范畴，以帮助临床医护人员提供有效干预。国外

的一项质性研究共观察了 197 例老年人，发现生活

意义与生活质量具有密切联系，且会随着不同的日

常护理情景而变化，医护人员则可以通过健康宣教、

日常生活指导等方式调整患者的日常活动，使之获

得更具有价值的生活意义［21］。脑卒中患者也具备

相类似的特征，群体多数为中老年人，对沟通、陪伴

的需求更高［22］；其次，卒中后常遗留有功能障碍影

响日常生活，此时及时、有效的健康干预或许是脑

卒中患者在解决生活意义方面的潜在改善机会。尤

其在脑卒中急性期，因其起病急骤、症状严重，例如

偏瘫、吞咽困难等症状，易引发患者的焦虑、抑郁、

疲劳等问题［23］，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与生活。Kim

等［24］调查了 90 例吞咽困难患者的生命意义对抑郁

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影响，发现生命意义在两者之间

存在着中介作用，可以将其作为改善患者吞咽障碍

与生活质量的心理干预策略，这对脑卒中急性期患

者的心理干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研究显示约

有四分之一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后的 6 个月内出现

了抑郁表现［25］，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

至可出现自杀等威胁生命的行为。因此，推动生命

意义感的实证研究对促进脑卒中患者心理健康迫在

眉睫。

二、脑卒中患者创伤后成长的研究进展

1. 创伤后成长的概念：既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创伤后患者负性情绪的现状及应对策略，随着积极

心理学的发展，研究者们逐渐将关注点转移至创伤

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这一积极心理学

范畴。PTG 的正性作用可以抵消患者的负面情绪，

进而引导患者积极应对应激源，维持心理健康平衡。

Tedeschi 和 Calhoun［26］认为 PTG 是个体在应对与处

理创伤事件的心理变化历程，并不是创伤直接引起

的结局，而是产生于个体对创伤事件的斗争与应对

之中，他们的理论模型还解释了个体差异、应对方

式和社会支持在促进 PTG 中的作用，并解释了接纳

应对、深思熟虑与社会支持预测性最佳。Schaefer

和 Moos［27］的创伤后成长模型为个体与事件自身、

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需要凭借认知评价和应对

方式的影响而发展，与 Tedeschi 和 Calhoun 的理论不

同的是该模型认为成长是动态的，因此不同种因素

均可以对 PTG 产生直接影响［28］。

脑卒中疾病自身具有突发起病、难以控制、脱

节社会、威胁生命等特征常被认为是患者重大创伤

性事件，而脑卒中患者处于非危及生命期时也可能

表现出创伤后反应［29］。PTG 可以在卒中事件发生

不久后出现，并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持续的正向

的促进作用。因此，PTG 常被用于调适脑卒中患者

心理问题的重要手段，改善负性情绪并指引患者向

良好的疾病结局发展。

2. 创伤后成长的现状分析：舒美春等［29］、卞玲玲

等［30］、姚超等［31］使用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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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Inventory，PTGI）调查了脑卒中患者创伤后水

平，其PTGI均值得分范围在54.69～66.07分，总体处

于中等偏低水平，受到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性格特

质、婚姻状况、患病时间、合并慢性病数量、后遗症

个数、生活自理能力等社会与疾病因素的影响［32-35］。

此外，心理因素也是影响患者PTG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抑郁［36］、创伤后应激障碍［37］、生活价值［38］等，

但一项Meta分析表明脑卒中等脑损伤患者的PTG与

各社会心理变量之间关联程度及作用机制因其部分

含糊的实证研究而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扩充［39］。

脑卒中被认为是一种慢性持续性的应激源，从起

病到康复再到回归社会需要经历漫长的治疗期，对患

者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中青年患者群体因特

定的社会角色致使他们的心理负担更为沉重［40］。一

项癌症患者 PTG 的质性研究表明，PTG 可以引导患

者采取更好的生活方式，而个体在面对应激性事件

时不同的应对策略与 PTG 直接相关，该策略还受到

治疗手段、疾病严重程度、文化程度、个体对疾病的

看法的影响［41］。Mattson 等［42］的研究也表明患者的

PTG 受到应对方式的影响，积极应对可以促进患者

心理健康。张建荣等［43］将二元应对的心理策略应

用于住院期间的老年卒中患者中，并发现该应对方

式可以有效促进患者的 PTG，但该技术只进行了短

期的疗效评估且对患者的配偶有一定的要求，并不

适用于所有的脑卒中患者。此外，Marta 等［44］研究

发现类似于癌症等慢性病患者在漫长的治疗期间，

拥有亲密且稳定的家人、朋友以及可靠、信任的医

务人员均有助于个体在创伤中成长。在国内，景颖

颖等［45］以家庭情感支持的角度考察了脑卒中患者

PTG 与患者家庭关怀度的关系，研究表明国内的卒

中家庭关怀度处于中等水平，与患者的 PTG 存在正

向相关，提示医护人员应关注医患关系与家庭因素

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及时予以心理支持。

不论是从社会环境角度，还是从心理因素角度

出发，其缺乏系统的或者理论支撑的心理干预技术

始终很难满足患者在经历严重创伤后的漫长的心理

调整过程。生命意义感与 PTG 均是积极心理学的

概念，且各自具备丰富的理论内涵，对脑卒中患者

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研究价值。国外的研究表明

PTG 处于较高水平时，个体对世界观、生命观等领

悟更深，对生命意义感具有正向预测影响［46］，国内

的一篇研究则表明了生命意义感是影响脑卒中群体

PTG的重要影响因素［16］，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为此，

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机制或许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制

定出符合脑卒中人群的心理干预策略。

三、生命意义感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

（一）相关理论

1. 接 受 与 承 诺 疗 法 理 论：接 受 与 承 诺 疗 法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起源于行

为理论，由理论家 Hayes［47］于 2004 年在两次认知行

为疗法的浪潮中提出的一种新疗法。从哲学基础层

面可知晓，ACT 属于功能性语境的实用主义，利用

各种治疗手段以帮助患者减少经验回避这一创伤因

素，促成积极、健康的价值观，提升个体的意义层次，

以此帮助患者在应对创伤事件时仍能够凸显寻求生

命意义的价值［48］。从基础理论层面分析，ACT 以关

系框架理论为基础，强调了创伤事件可以通过间接

或相关的因素导致不良结局，而经验回避是其中最

显著的负性影响因素，刻意的逃避、压抑情绪致使

个体对外界应激事件的敏感性降低，无法有效获取

积极且有价值的经历与意义［49］。

从 ACT 的疗法理论可了解到，经验回避可能会

干扰患者追求生命意义并产生不良结局。在面对重

大创伤性事件时，回避症状是影响创伤后应激障碍、

PTG 的关键因素之一，且有研究认为经验回避涵盖

了回避症状［50］。基于此，可以进一步分析，当患者

遇到重大负性事件时，有效避免回避症状或许可以

同时提升患者的生命意义感与 PTG 的水平。

2.应对与成长模型理论：应对与成长模型（model 

of meaning-making coping and growth）由Larner和Blow［51］

于 2011 年提出，见图 1。该模型将战争幸存老兵作

为研究对象，探讨个体在逆境中构建生命意义的应

对与成长的动态过程，以帮助个体积极面对挫折、

提升生命意义。从纵向心理变化角度阐述了逆境中

个体对生命意义的 3 个心理过程，分别为心理病理

（pathology）过程、心理弹性（resilience）过程及 PTG

过程。

个体赋予负性事件的意义程度对产生的心理

压力反应具有关键作用，如能良好应对心理弹性与

PTG 则可以获取有建设性与连贯性的生命意义，使

个体提升生命意义感，但当个体选择逃避痛苦则会

踏入心理病理过程，最终导致生命意义破坏、自我

批评。评价意义是一个人对负性事件相关的意义，

其中负性事件可能不止一件，并可堆积、叠加加剧

心理压力，一般意义则是代表生活中的总体意义，

当两者关联时，差异变小，个体危机风险降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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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心理的调整，丰富生活经验，获取积极的意义

结局［52］。如果两者差异明显时，个体选择面对压力，

修正对危机事件的意义程度，最终也能提升生命意

义，促进自我成长。但当个体长时间逃避面对，形

成病理化心理过程，将产生不良的生命意义［53］。个

体可以通过多种应对方式处理负性事件对其的心理

影响，最终的重新评估过程则是个体的一种内在社

会化过程，它既是个体的内部搏斗，也是通过多种

方式得到他人的支持、挑战、讨论和验证的人际搏

斗。Larner 和 Blow［51］认为弹性结局表现会随着时

间推移，持续存在于负性事件发生之后，对个体生

命意义感产生影响。

由此可知，生命意义与 PTG 关系密切，个人应

对方式与心理弹性在其中可能具有直接或间接影

响。因此，可基于应对与成长模型提出未来的研究

假设，探讨生命意义感与 PTG 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影

响因素，有助于推动并丰富生命意义与 PTG 的关系

作用机制。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既往研究表明，不同的疾病类型、受损面积、病

变部位与卒中后情感障碍存在联系，其中出血性卒

中与缺血性卒中出现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是否有差异

仍存在争议［54-55］，张伟和田敬芹［56］的研究发现，颞

叶、额叶、循环区域、左半球、大面积、多发的病变

部位均是卒中后抑郁的高发区域（P ＜ 0.05），此外，

脑血管狭窄、尿微量白蛋白也与卒中后导致情感障

碍相关［57］。由于卒中后情感障碍的发病机制复杂、

不明确且客观影响因素繁多，为能帮助医护人员早

期发现、早期干预，使用相关心理学概念进行测评、

干预对预防患者焦虑、抑郁等症状的发生，改善患

者心理健康有着积极意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慢性病、癌症群体的心理

研究使用积极心理学的概念进行评估与干预，但

在选择相关心理指标时可能存在评价内容的重叠，

Holtmaat 等［58］对 170 例癌症幸存者进行调查，结果

发现主观幸福感与生命意义结构内容重叠明显，但

是生命意义与 PTG 不存在明显重叠，以此帮助医护

人员避免重复多次测评重叠的心理指标或者进入主

观增强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的误区。吴志敏［16］以住

院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发现脑卒中患者的 PTG

与生命意义感、病耻感存在关联，但该研究只表明

了 3 个因素间相互影响并未解释患者病耻感较生命

意义感预测性更强的原因。邵景进［15］以社区老年

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老年患者生命意义

与社会支持、乐观、功能独立、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并发现生命意义在其中发挥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并

未将PTG因素纳入其中。有研究表明PTG对个体的

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且并未完全消失，因

此，即使在康复期的卒中患者，医护人员也应注意

到患者在疾病事件经历后的成长表现［59］。Jeong 和

Kim［60］通过横断面调查发现生命意义可以促进康复

期卒中患者的 PTG 水平，且正在接受治疗的脑卒中

患者对康复怀有较高的期望，为提高患者的希望水

平，需要医护人员仔细观察并给予及时的医疗支持

和心理支持。此外，癌症患者［36］、经历地震后的学

生［61］、退伍军人［58］中也发现生命意义与 PTG 存在

联系。

四、总结与展望

我国是脑卒中疾病大国，其患者的心理需求远

远超出实际的数据报道，虽然积极心理研究的理论

多种多样，但针对脑卒中群体的心理干预方案相对

单一、局限，且缺乏动态变化观察，因此很难了解其

远期的干预效果［62-63］。目前，针对脑卒中患者的生

命意义感与PTG的因果关系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报道

图1 应对与成长模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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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少，这也启示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动态评估脑卒中

患者的生命意义及PTG的水平并深入挖掘患者的潜

在影响因素及关系，以推动积极心理学在脑卒中群

体中的应用与发展，为后续的积极心理干预方案提

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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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括号内写出外文全称及其缩略语，如：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 AD）。若该缩略语已经公知，也

可不注出其英文全称。不超过4个汉字的名词不宜使用缩略语，以免影响论文的可读性。西文缩略语不得

拆开转行。
表1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杂志常用缩略语

缩略语 中文全称 缩略语 中文全称 缩略语 中文全称

CNS 中枢神经系统 CSF 脑脊液 GABA γ- 氨基丁酸

IL 白细胞介素 AD 老年痴呆症 ( 阿尔茨海默病 ) PD 帕金森病

MRI 磁共振成像 CT 电子计算机体层扫描 DSA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 EEG 脑电图 MR 磁共振

HE 苏木素 - 伊红 BDNF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PET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 ELISA 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 CRP C 反应蛋白

MMSE 简易精神状态检查 NIHSS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评分 TIA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NF 肿瘤坏死因子 WHO 世界卫生组织 HAMD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A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PANSS 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rTMS 重复经颅磁刺激

5-HT 5- 羟色胺 SSRIs 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MoCA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 DSM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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